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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商家学派经营管理学说是中国传统经营管理哲学的活水源头，其有关市场行情预测、经营决策、商业道德、经营者素质的学说理论对古代传统商人、近代民族实业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为今天创建中国式新型本土化经营管理哲学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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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商家”（或称“货殖家”、“治生家”）是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相提并论的一个独立的学术思想流派，它所倡导的经营管理学说堪称中国传统经营管理哲学的活水源头，不仅对中国古代传统商人、近代民族实业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创建中国式新型本土化经营管理哲学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是一份值得我们后人科学总结与积极弘扬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

一、先秦商家学派经营管理学说的基本内涵

与先秦诸子百家一样，先秦商家学派也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它不仅有自己的学派宗师，如计然、陶朱公（范蠡）、白圭等，而且还学有师承（如陶朱公拜计然为师，猗顿师事陶朱公等），形成有自己的学术势力，甚至还有若干反映本流派学术观点的著作，如《计然之策》等。

先秦商家学派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主要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为商家学派学说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如管仲、弦高、子贡、计然、范蠡、白圭、吕不韦等）进入商业领域从事经商活动，并用自己的学识整理相关经商致富之学，经商与学术活动的有机结合直接催生了商家学派学说理论的形成；儒家学派的以义取利学说、兵家学派的兵战谋略学说、道家学派的“取予之道”的辩证论学说也为商家学派学说理论的形成直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先秦商家学派的学说观点散见于《论语》、《国语》、《越绝书》、《史记》等文献，其中较为集中、完整，而且可作用研究依据的当作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陶朱公“积著之理”和白圭“治生之术”的文字记载[1]，其基本内容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大方面：

（一）市场行情预测论

陶朱公和白圭都将趋“时”观变置于商业经营管理之首，他们所谓的“时”，并非指与气候条件变化相关的“农时”或“时令”，而是特指市场行情（即商品供求波动与商品价格涨落状况）的发展趋势。陶朱公主张“时用而知物”[2]，他根据自己十九年三致千金的经商经验，指出经商者必须察知“万物之情”（即市场行情）[3]，认为“善治生者”都应“任时”[4]，应顺应天时变动与农业丰歉之间的内在规律，察时测变，从中把握贱买贵卖的最佳时机，力求在市场竞争中进退挥阖，游刃有余。白圭主张“乐观时变”[5]，强调经商者要善于审时度势，洞察市场行情变化趋势，从中寻求商机，谋取厚利。

陶朱公和白圭关于市场行情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基本上可以归结两个层面：

1. 依据气候的变化规律预测农业收成丰歉状况的演变趋势

陶朱公和白圭依据人们长时期对农业收成丰歉循环现象的经验总结，运用古代广为流传的阴阳五行学说等天文学知识，试图寻找出气候变化与农业收成丰歉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一套带有浓厚循环色彩的农业收成丰歉预测理论与方法。

陶朱公主张根据岁星纪年法来预测农业收成的丰歉状况。其具体方法是：“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早，十二岁一大饥”[6]。在古代的天文学知识中，所谓“岁”，又称“岁阴”或“太阴”，即木星。木星每十二年绕太阳运转一周，“金”、“木”、“水”、“火”以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都是用以表示木星运行所在的方位。在陶朱公看来，农业收成大体上是3年好收成、3年坏收成的交替出现，由丰（“穰”）渐歉（“毁”、“饥”、“旱”等）、由歉渐丰的循环运动，每6年1次小循环，每12年1次大循环。

白圭的农业收成丰歉预测理论与陶朱公之论极为相似，也是以木星绕太阳一周运行中每年所处的方位来预测农业收成的丰歉状况。其具体方法是：“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7]。白圭认为：农业收成丰歉是每6年一小循环，每12年一大循环；在一个大循环期内，第一年为大丰收年（“穰”），第二、三年由丰转歉（“衰恶”），第四年为旱灾年（“旱”），第五、六年由歉转丰（“美”），第七年为大丰收年（“穰”），第八、九年由丰转歉（“衰恶”），第十年为大旱灾年（“大旱”），第十一、十二年由歉转丰（“美”），十二年轮回后的第一年又重新为大丰收年。

2. 根据农业收成丰歉状况的变化趋势预测商品供求关系与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

在古代农业社会，农业长时期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工商业的运行无不和农业有关，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商品都是来自农业部门。因此，陶朱公、白圭都认为，市场行情的变化深受农业生产收成状况的影响，农业收成丰歉状况的变化必然直接影响到以农产品为主体的商品市场供求与价格的变化。如白圭认为：在丰收之年，粮食丰收，而其他农副产品可能减产，此丰彼歉，因而会出现粮价相对低于其它农副产品价格的情况；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而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此歉彼丰，因而会出现粮价相对高于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的情况。

总之，先秦商家学派的市场行情预测理论与方法基本上是遵循这样一条逻辑思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收成的丰歉，农业收成的丰歉又影响到商品市场的供求与价格变化。因此，要研究分析市场行情，就必须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预测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影响所呈现的变化趋势，然后依据农业收成丰歉状况来预测商品市场供求及价格的变化趋势。不可否认，先秦商家学派用以预测农业收成丰歉的理论依据是古代比较原始、幼稚、甚至夹着迷信成份的天文学知识，预测的结果必然是失之科学、准确和可信。但从经济思想和管理思想的角度而言，先秦商家的预测理论又包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诸如：在古代农业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极大，甚至严重依赖于气候条件，从气候条件的变化来预测农业收成的丰歉状况，符合古代农业“靠天吃饭”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产品的供应与价格在整个市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生产决定市场供应量的角度出发，根据农业收成丰歉状况对市场上商品供求与价格的影响，来预测市场行情的变化趋势，这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经营决策论

陶朱公和白圭都主张经商者必须依据对市场行情变化趋势的预测进行经营决策，制定适宜的经营策略，并提出了经营决策应遵循的三大基本原则：

1. 快速制胜原则

陶朱公、白圭都强调，经商者不仅要善于察测商机，而且还要敏于抢占先机。陶朱公认为，市场上商品价格的自发涨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8]，商品供求于求（“有余”），其价格必然下跌，商品供不应求（“不足”），其价格必然上涨。另一方面，“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9]，商品价格的涨落也必然会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波动，从而引起商品价格的反向转化。商品价格高昂，必然会刺激供给的增长，终至引发供大于求而导致价格猛跌。商品价格低廉，必然会引起需求的增长与供给的萎缩，终至导致供不应求而引发价格猛涨。陶朱公提出，针对商品价格一贵一贱的波浪式循环运动所提供的商机，“善治生者”应采取快速制胜的经营策略，“贵出如粪土”[10]，即当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趋向极点时，应迅速及时抛售脱手，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勿留货”，“无息币”，使财货的流通“行如流水”[11]，从而增加商品销售额以及提高商业利润率。白圭直接汲取和改造了先秦兵法宝典《孙子兵法》中的“兵之情主速”[12]的思想材料，主张经商者应在洞察商机之后应迅速作出“趋时”的经营决策，并付诸行动，力求“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13]，其行动之快要如猛虎扑食、雄鹰搏兔般的敏捷。他提出了与陶朱公“贵出”论相类似的观点，即“人取我予”[14]，主张对需求旺、供不应求、价格昂贵的商品迅速及时予以抛售。

2. 避实击虚原则

陶朱公和白圭都强调，经商者不仅要善于把握住眼前的现实经营时机，而且还要善于发现和捕捉未来潜在的、非偶然性的经营机会。陶朱公主张，在商品供不于求、价格不断跌落趋向极点时，应“贱取如珠玉”[15]，大量购进低廉商品以备储存。此外，他还提出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16]的论点。他认为，天旱之年，高亢地区的农业收成必将蒙受损失，而低洼多水地区的农业收成则会较好，因而可采取“旱则资舟”的经营策略，利用舟船到低洼地区收购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水涝之年，低洼地区受灾重，而高亢地区则状况良好，因而可采取“水则资车”的经营策略，利用车辆去高亢地区收购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购存低廉商品（“贱取”）的目的是为了储饶待乏，以待未来市场上供不应求时及时以高价出售（“贵出”）。白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认为，对市场上需求不旺、供大于求、价格低廉的商品，可采取“人弃我取”[17]的经营策略，大量购存。具体到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的经营策略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岁孰（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凶，取帛、絮，与之食”[18]。在他看来，丰收之年，应购存需求不旺、价格相对低廉的粮食，而抛售需求量大、价格相对较高的丝、漆、茧等农副产品；凶灾之年，应购存需求不旺、价格相对较低的帛、絮等农副产品，而出售需求旺、价格相对较高的粮食。陶朱公、白圭所推崇的这种贱买贵卖的经商手法体现了一种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的决策原则思想。

3. 薄利多销原则

陶朱公在强调“贵出”与“贱取”策略的同时，也提出，在商品供不应求时，“无敢居贵”，“勿留货”[19]，经商者不宜将价格高昂的商品居为奇货，而应薄利多销，加速商品流转。白圭也提出了“欲长钱，取下谷”[20]的观点。所谓“下谷”即指谷物这一大众消费品，其价廉利薄，但食用者众，需求量和销售潜量大。他认为，即使经营这类低档商品也能获取较大的利润（“长钱”）。这种主张实际上体现了薄利多销的决策原则思想。

（三）商业道德论

陶朱公、白圭是先秦商家学派的两面旗帜，也是中国儒商形成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21]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开创了以道德经商的中国商业传统，而且还明确提出了以义取利的商业道德主张。一是主张要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商业信誉。陶朱公强调，在买卖货物的过程中，应“务完物”[22]，使所经营的货物完好无损，保持提供给顾客的货物应有的质量。他还提出 “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23]，认为凡属容易腐烂变质的食用物品不宜久藏，应尽快脱手，切忌使“完物”变成“残物”。白圭也主张在买卖谷种的商贸活动中，应“取上种”[24]，采购优质的谷种，保证所售谷种物美质高，取信于顾客。二是倡导富而好礼。陶朱公、白圭二人经商均以“仁”自我标榜，特别是陶朱公致富之后并不是为富不仁，而是“富好行其德”[25]，仗义疏财，接济贫民。

（四）经营者素质论

白圭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经商致富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治生之术犹同治国之策与用兵之计，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他直接汲取和改造了《孙子兵法》中关于优良将帅应具备“智”、“信”、“仁”、“勇”、“严”[26]等基本素质的思想材料，提出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必须具备“智”、“勇”、“仁”、“强”[27]四种基本职业素质。所谓“智”，即指经营者应具备较强的审时度势、随机应机能力。所谓“勇”，即指经营者应具备果断决策的魄力，能当机立断地把握住商机。所谓“仁”，即指经营者应具备以仁取予的胸怀，应深谙先予后取、多予多取的取予之道。所谓“强”，即指经营者应具备立业守财的坚毅品质，能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实施经营计划，而不为暂时的波动所动摇。

二、明清时期商人对先秦商家学派经营管理学说的传承与创新

陶朱公、白圭被后世商贾崇奉为商业的祖师，他们的经商致富之学也被奉为圭臬。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极显繁荣，商业竞争凸显激烈，商人队伍空前壮大，商业领域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嚣局面。众多商人均敬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治生经典，以陶朱公、白圭的经商之术为经商指南，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先秦商家学派的学说理论。这种传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28]
（一）静观盈缩，善察低昂

明清时期，安徽徽州商人、江苏太湖流域洞庭商人、山西蒲州商人等地域商人都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其经商的成功与他们对先秦商家学派市场预测与经营决策学说的成功运用是密不可分的。

徽州歙县商人黄莹少时诵读诗书，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总结的陶朱公经商之术推崇备至，及其下海经商，摒弃传统奸商欺诈牟利之术，潜心效仿陶朱公，“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根据市场供求的波动直接影响商品价格涨落的市场运行规律贱取贵出，“恒若执左券（稳操胜券），诚一（专心致志，始终如一）所致，业饶声起”。[29]歙县商人程致和奉行白圭治生之学，“以美恶占岁，以弃取伺人”，“趋时观变若猛兽鸷鸟之发”，“以生以息，凡廿年而业振”。[30]像黄莹、程致和这样的成功商人在徽州商人中比比皆是。如歙县商人黄存芳在经商实践中善于“与时府仰”、“审积著、察低昂、择人而任时”，因而“财货日振”，商利滚滚而来，“致赀累万，富甲一方”。[31]休宁县商人汪心如的经商足迹遍及南北各地，“凡征歉物转之必盈之，征贱物转之必贵之，所至操奇有声”。[32]其经商之术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程度，是因为他能准确把握市场信息以及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的缘故。因此，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徽州府志》称誉徽州商人是“善识低昂，时取予”，因而“贸之所入视他郡倍之” [33]。

洞庭商人席本桢操持陶朱公、白圭经商之术，能自如地“乐观时变”，“任时而知物，笼万物之情”，举凡农业丰歉、水灾干旱之季节或年份，他都能“变以因时”，“权轻重而取予之”，[34]对于商品的取予，运用得恰到好处。洞庭商人徐明珠也是熟谙趋时观变之术，对各地风土人情、物产以及“岁行之金穰木饥、财币之盈虚消息”，[35]均了如指掌，且敏于随机应变，因而每年经商都能获利数倍。

山西蒲州商人也颇精白圭的治生之术。明代大学士张四维曾对其故乡蒲州商人的经商谋略总结道：“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36]蒲州商人王海峰的发迹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蒲州商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到川蜀经商时，而他却“相地制宜，审时观变”，采取“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取我则去之”[37]的竞争谋略，选择到人们都不愿去的长芦盐区经商，终成一代富商。

（二）不惟任时，且惟择地

陶朱公选址“天下之中、诸侯四通”[38]的货物贸易理想之地陶（今山东定陶县境），定居治产，大获成功。明清时期的商人从中获得启示，认识到选择一个有利的经商地点也对经商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善治生者不仅要善于“任时”，而且还要善于“择地”。徽州商人尤其注重择地经商。歙县商人黄崇德明确提出：“善治生，不惟任时，且惟择地”。[39]许多徽州商人都以此为商战原则，慎选经商之地，从而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类事迹案例在徽州商人的宗族谱牒文献中屡见不鲜。

（三）无敢居贵，薄利多销
陶朱公倡导的“无敢居贵”、“勿留货”这一经商之术为明清时期的众多商人所推崇和效仿。其中，尤以徽州商人为著。如徽州歙县商人黄宗智深得陶朱公贵贱上下极循环理论之奥妙，认为“治生有经”，批评那些贪婪的商贾之人（“贪贾”）因为不懂得贵贱上下极转化的嬗变规律，因而经商屡遭惨败，终致贫困。而他本人则是“居商无商之心，不效贪商窥觎分毫”，[40]不囤货居贵，而是薄利多销，因而家财日饶而富甲一方。洞庭商人徐三涵在经商过程中，常常是“得微息辄出”（薄利销售），“速输转无留货”（货物周转迅速），资金周转也快捷，因而也能“获利恒倍”。[41]在有关山西商人、陕西商人的记载文献中，这类事迹案例也是随处可见。

（四）务备完物，诚信取利
明清时期的众多商人也深谙陶朱公所倡导的“务完物”这一经商规则，以诚信孜孜于商务，以义制利。洞庭商人金汝鼎便是一例。他在经商活动中，不仅讲究商品的质量与信誉，而且更喜爱采购、销售名优商品，认为质量上乘的商品既不容易败坏造成损失，又能很快脱手而获取厚利。“他贾所市物争取贱值，其货多苦窳”，即当其他的商人偏好抛售一些质量欠佳的商品时，而他却“独求其贵良者”，因而顾客多争购其货，“所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数倍”。[42]
三、近代民族实业家对先秦商家学派经营管理学说的传承与创新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一批出身于知识分子，浸受古文化薰陶的卓有建树的民族实业家，从先秦商家学派经营管理学说中汲取了不少传统文化的营养，并结合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提出了颇具中国文化特色与民族风格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为古老的先秦商家学派学说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近代民族实业家对先秦商家学派学说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

（一）“妙应时机，发在机先”
市场调查与预测是企业经营决策的前提。“棉纱大王”穆藕初（1876～1943）深得先秦商家学派市场预测与经营决策理论之神韵，他认为，“夫商业之道，不外乎供求之相济”，[43] “欲求事业之固定”，必须“先调查原料、人工、市场（即供给）”[44]以及“一邑多邑、一国多国、乃至全世界人众需要之所在”，继而谋定而后动，“庶几成功多而失败少矣”。[45]否则，“贸易从事，眛于商业之需求，徒自热心而虚掷金钱”。[46]因此，他提出，一个有远见的决策者不仅应善于察时测变，而且还应具有“妙应时机、发在机先”[47]的开拓精神，随机应变，能迅速及时地制定“趋时”的经营策略，“投人所好，所出物品为大众所需要”，[48]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他强调，“能若是，则销路自畅，门市无罗雀之讥，虽仅取薄利，而能日进纷纷，多量卖出，利润之来，不求自至，此商战中最要之一点也”。[49]
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荣氏企业的重要创始人荣德生（1875～1952）晚年在总结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时曾指出：他在经营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与预测，立足于本企业，“推而社会至省，省至国，国至国际，均密察盈虚消长，记之于心，对市面升沉，颇有会通。凡吾所管，即得旨”。并称“尝思陶朱公臆则屡中，非偶然也，每以此语与同人及学生讲之”。[50]
（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近代众多实业家都曾直接从先秦商家学派所谓导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以及“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等经营管理思想中汲取了智慧与养料，并将它们用于现实经营管理实践。近代最大的华侨资本企业集团——永安企业的主要创始人郭乐（1874～1956）直接运用了上述经商谋略，提出了所谓“避高峰”和“人弃我取”的生产原料采购策略，主张“在市价俏利，买尸众多时，按兵不动，坐待时机；而在市场进胃已疲，卖方急于脱手时，乃趁机趸购，大量存储”。[51]实业家朱志尧（1863～1955）在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视白圭的“治生之术”为经商的金科玉律，推崇“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经商万无一失之道”。[52]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办者、爱国华侨实业家张振勋（1841～1916）在谈及自己的经营诀窍时坦陈：他就是从“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征贵贩贱、操奇计赢”[53]等陶朱公、白圭所倡导的经商格言中获得启示，将它们运用于海内外实业管理而获得了成功。荣德生晚年在总结自己持筹握算、常操胜券的致富秘诀时也强调指出：“陶朱公商学，购进如草莽，贵出如粪出。我以勤俭为生，附以平心，守古语，所以经营之事业，利多害少，随意指挥。”[54]
近代实业家在运用白圭所倡导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一经营决策原则时，并非机械地照搬照用，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爱国华侨实业家陈嘉庚（1874～1961）在经营黄梨（菠萝）罐头厂的过程中，灵活运用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经营决策原则的精华，采取“人弃我取、人争我避”[55]的商战谋略大获成功。其具体做法是：当时市场上的黄梨罐头产品形状（黄梨的切割状）分为方柱（方形）、圆柱（圆形）、旗柱（菱形）和杂柱（其他花形小块），前三种加工简单、成本低，而且外国洋行的收购量大（占收购总量的80%以上），几乎所有的同行厂家都从事前三种产品的加工生产，但陈嘉庚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从事别的厂家都不屑为的零碎杂桩罐头加工，其获利之丰厚远高于其他厂家。这种人弃我取、避实击虚的经营策略使陈氏企业出奇制胜。荣氏企业的另一位创始人——“粉纱大王”荣宗敬（1873～1938）在运用白圭的这一经营决策原则时也是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弃我取、将旧变新”[56]的经营战略思想，主张举债收购因经营不善而陷入亏累、破产的企业，并对这些企业更新设备，使其恢复生产，将其纳入荣氏企业集团之中。荣氏企业采取这一经营方略，“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57]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展。颇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有不少实业家也曾采取过与荣氏企业相类似的经营手法，即低价买进破产企业，经过改造，待企业能正常运转后又高价卖出。时人称这种做法是“葬礼上买进，婚礼上卖出”。[58]这实际上也是对先秦商家学派所倡导的“人弃我取”、“贱取贵出”等原则的创造性应用。

（三）“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
先秦商家学派所主张的“无敢居贵”、“勿留货”的薄利多销原则也对近代实业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企业当推荣氏企业。荣宗敬曾提出过“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59]的经营口号，认为“出品之多寡优劣，系乎机器之良窳”[60]，主张采用先进生产设备，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品质，树立产品信誉，“使一般用户信仰出品”，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相当地位”，[61]立于不败之地。荣氏企业的主营产业是粉（面粉）纱（纺织）二业，其主要目标顾客是广大民众。当时的广大民众收入低微，购买力有限。荣氏企业奉行“薄利多销”的原则，以薄利促进多销，以多销谋求厚利。荣氏企业这种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薄利多销的经营方略与陶朱公的“务完物”、“无敢居贵”以及白圭的“取下谷”、“取上种”等经营原则确有古今相通、异曲同工之妙。

（四）实业家素质论
白圭关于经营者应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基本素质的思想对近代实业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实业家根据近代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白圭的经营者素质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发挥与拓展。状元实业家张謇（1853～1926）强调实业家[62]不仅要精通业务，熟谙农工商业竞争之学问，而且还要具备“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称这种艰苦创业、坚忍不拔的品德素质为“成功之不二法门”。[63]穆藕初也强调实业家不仅应具备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还必须具备“健全之脑力”、“敏锐之眼光”、“灵活之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64]等基本素质。中华书局的主要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还著有《实业家之修养》一书，专门论述了实业家的素质标准问题，他认为实业家必须具备“勤”、“俭”、“正直”、“和易”（协作）、“安分”（尽职、忠诚、忍耐）、“进取”、“常识”（科学技术知识）、“经验”、“节嗜欲”（日常生活有规律）、“培精力”（身体健康）等十种基本素质（“资格”），强调“人苟能是十者，虽天资稍逊，未有不成功者也，十者缺一，虽天才卓绝而能成功者鲜矣”[65]。陆费逵的实业家理论比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所提出的企业家理论要早20多年，可称得上是中外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企业家理论。

四、先秦商家学派经营管理学说对创建中国式新型经营管理哲学的借鉴意义

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视角来看，任何管理哲学都是历史积淀的产物，都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结晶。美国学者丹尼尔·雷恩在其名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特别强调管理的民族性特征，并指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66]国际科学管理学会1964年年会讨论纪要也曾专门指出：“要承认民族、传统、宗教、道德观等文化要素对管理的影响”，“应用管理原理必须反映文化差异”。[67]因此，我们今天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经营管理哲学，除了要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及经验外，还必须从中国悠久历史形成的传统经营管理哲学中汲取智慧与养分。

从中国传统经营管理哲学的生成与变迁来看，先秦商家学派的经营管理学说无疑可称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经营管理哲学理论，是中国传统经营管理哲学的滥觞。明清时期传统商人以及近代民族实业家对先秦商家学派经营管理学说的传承与创新，不仅显示了商家学派学说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为我们今天汲取先秦商家学说理论的精华，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地推陈出新，创建融中西方经营管理理论于一体，又凸显民族风格的本土化经营管理哲学，提供了历史借鉴。

先秦商家学派的学说理论对创建中国式新型经营管理哲学可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第一，在创建市场预测与经营决策理论方面可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先秦商家学派所倡导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市场预测与经营决策学说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商业竞争的一般性规律，是古代商人经商致富学说及实践经验的结晶，其中蕴藏着无限的机锋与睿智，值得今人体悟与弘扬。

第二，在创建商业伦理或企业伦理理论方面可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先秦商家学派所倡导的完物上种、诚信谋利、取予有道的经营伦理思想，既丰富了儒家经济伦理学说，又开创了以道德经商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经营管理哲学思想中最宝贵的优秀遗产，为创建现代新型儒商经营伦理理论直接提供了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

第三，在创建企业家理论方面可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企业家是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宝贵资源。先秦商家学派所倡导的经营者应具备“智、勇、仁、强”等基本素质的学说理论，揭示了企业家素质要求的一般特性，为创建现代新型企业家素质理论也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

注释：

[1]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积著之理”与“治生之术”均是特指微观层次的私人经商致富之学，统称为“治生之学“。参见吴传清：《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治生之学》，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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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子兵法·九地篇》。

[21] 中国儒商的形成和发展史大体上可分为儒商的产生阶段（先秦儒商）、儒商的成长阶段（中古儒商）、儒商的成熟阶段（近代儒商）、儒商的转型阶段（现代儒商）等四个时期。参见戢斗勇：《儒商精神》，23～52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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